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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大木书坊主身份的考证尚难动摇 
——与陈旭东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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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来研究者认为，熊大木以小说编创者兼书坊主的特殊身份对明代小说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陈旭东 

先生《熊大木身份新考》一文，认为“熊大木作为书坊主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遗憾的是，陈文立论并没有以过 

去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观点虽有新意，但无更有说服力的文献材料可以举证，熊大木书坊主的身份尚难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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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大木是明代通俗小说的编创者之一。他之所以 

引起关注，不在于其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而在于其 

本人另一个特殊的身份——书坊主。以小说传播者的 

身份介入小说生产领域，熊大木和以他为代表的群体 

在明清小说变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近见 

陈旭东先生发文《熊大木身份新考》(为方便论述，以 

下简称“陈文”) [1] ，否认“熊大木是书坊主”这个在 

学界几乎是定论的观点。那么，究竟是否如陈旭东先 

生所言，熊大木并非书坊主？重新审视以往关于熊大 

木身份的考证过程，笔者认为尚不能轻易下此结论。 

一、熊大木身份考证的研究回顾 

熊大木是书坊主的观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已 

被提出。胡士莹先生遗著《话本小说概论》第十三章 

《明代话本的著录和叙录》在谈到《熊龙峰刊四种小 

说》时，按语云： 

嘉靖壬子(三十一年，1552)杨氏清白堂本《武穆 

王演义》和嘉靖癸丑(三十二年，1553)杨氏清江堂本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都有建阳书林熊钟谷(大木)的 

题名，且版式与此四种极相类，钟谷又号鳌峰，似与 

龙峰为兄弟辈，知龙峰亦为书坊主人无疑。 [2] 

胡先生认为《熊龙峰刊四种小说》的编创者熊龙 

峰是建阳书坊主。判断依据之一便是熊大木的书坊主 

身份，并称熊大木“又号鳌峰” ，至于“大木”和“钟 

谷”分别是熊大木的名、字，还是号，这里没有说明。 

胡先生之所以认定熊大木是书坊主，源于其所见之嘉 

靖三十一年(1552)杨氏清白堂本《武穆王演义》和嘉 

靖三十二年(1553)杨氏清江堂本《唐书志传通俗演义》 

上的题名信息。《武穆王演义》 即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又名《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 陈文对此二作的版本信 

息有具体描述，此处不再赘述。另外，张秀民先生在 

《明代印书最多的建宁书坊》一文中 [3] ， “据所见明建 

本牌子及各家公私目录所载” ，注录“熊氏忠正堂(熊 

大木[钟谷]、 熊龙峰)” 。 此条明确称熊大木是 “忠正堂” 

书坊主，且将他与熊龙峰并提。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多位学者亲 

访建阳书坊乡，就熊氏刻书世家的谱系予以查考，对 

熊大木身份的研究也有了新成果。建阳当地学者方彦 

寿先生的论文《明代刻书家熊宗立述考》在“熊氏后 

人”一节 [4] ，对熊大木身份略有考证：虽未见建阳熊 

氏宗谱有熊大木之名，但宗谱记述熊宗立的曾孙熊福 

镇号钟谷，此人恰与熊大木生活在同时同地。况且， 

熊大木多次在通俗小说中自称 “鳌峰” 或 “鳌峰后人” 。 

当初建阳熊氏始祖熊秘在鳌峰山下开设“鳌峰书院” ， 

熊宗立也常自称“鳌峰熊宗立” 。方先生认为“熊大木 

自称‘鳌峰后人’即源于此” ，熊大木就是熊福镇，号 

钟谷。九十年代初，陈大康先生《关于熊大木字、名 

的辨正及其他》一文对熊大木的身份作了更加缜密的 

文献考索和论证 [5] 。他认为， “大木”极可能是熊福镇 

的字。理由是“熊福镇兄弟数人以‘福’字排行，而 

‘镇’字据《玉篇》解释是‘重也压也’ ，与‘大木’ 

有相通之义。在当时，书坊主刻书以字行世是常有的 

收稿日期：2013−03−11；修回日期：2013−05−08 
作者简介：苏亮(1980−)，男，山西太原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太原大学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19 卷第 4 期 192 

事” 。熊氏宗谱中虽没有记载熊福镇的生卒年代，但记 

载他的三哥熊福泰生于弘治九年(1496)，卒于隆庆三 

年(1569)。陈先生的结论是：熊福镇，字大木，号钟 

谷，成年时期应在嘉靖朝。至此，后来学者对熊大木 

的身份认定，基本依循以上诸家之说。 

关于熊大木身份的考证并没有到此结束。有两处 

疑点颇值得注意：一是既然张秀民先生提出熊大木是 

忠正堂书坊主，证据是什么？二是关于熊大木与熊龙 

峰的关系，是否真如胡士莹先生所推测的，他们是兄 

弟？一直以来，未见已公开的任何材料直接证明熊大 

木是忠正堂书坊主。反而文献一致指称熊龙峰才是忠 

正堂书坊主。孙楷第先生《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 

卷二《熊龙峰刊小说四种》题记云： 

此明坊刊本小说四种，并中型，半叶七行，行十 

六字，行疏字大，显系同时同地所刻者，《张生彩鸾灯 

传》题云“熊龙峰刊行”。他本皆无此题，然因其形式 

全同，知皆熊龙峰一人所刻。余所见龙峰刊书，尚有 

余泸东校《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封面题“忠正 

堂熊龙峰锓”，书刻在万历十八年二十年顷。则此亦万 

历间所刊耳。 [6] 

如前文所言，胡士莹先生根据此条，同时比勘熊 

大木编创的两部小说的版本，认为熊龙峰是建阳书坊 

主，但当时尚无更充分的依据。直至 1989年，黄永年 

先生在《<天妃娘妈传>校点前言》一文中 [7] ，详细介 

绍了一部在国内早已失传，后发现为日本双红堂收藏 

的明刻孤本小说《天妃娘妈传》。该书上卷卷首题“南 

州散人吴还初编,昌江逸士余德孚校,潭邑书林熊龙峰 

梓”,下卷卷尾有“万历新春之岁忠正堂熊氏龙峰行” 。 

建阳别称“潭阳” ，建阳书林也称“潭阳书林”或“潭 

邑书林” 。据此，熊龙峰是建阳书坊主，已经没有任何 

疑议。胡士莹先生称“钟谷又号鳌峰” ，进一步推测熊 

龙峰和熊大木可能是兄弟关系。这个推测显然是不确 

切的。 “鳌峰”本是地名，后来一度是熊氏书院名。熊 

宗立也自称“鳌峰熊宗立” ，且熊大木还曾自称“鳌峰 

后人熊钟谷” 。 关于熊龙峰与熊大木关系问题的最新研 

究成果是黄冬柏先生的论文《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熊 

龙峰四种小说>考论》 [8] 。他根据明代书坊时常变换名 

号和书坊主使用别名的实际情况，大胆推测“熊大木” 

和“熊龙峰”可能是同一人物的不同署名， “为其他书 

坊编撰小说时用‘熊大木’的笔名，而在自家‘忠正 

堂’刻书时则称‘熊龙峰’ 。但这种推测毕竟也不能排 

除第三种可能性，即熊大木和熊龙峰既不是兄弟也不 

是同一人” 。笔者认为，黄先生的推论不无道理。既然 

“鳌峰”不是熊大木的名字或号，那么他和熊龙峰之 

间的所谓兄弟关系应该是不存在的。鳌在民间传说中 

是龙的一种， “鳌峰”与“龙峰”意义相近。在熊氏宗 

谱中，也没有关于熊龙峰的任何记载或与他相关的身 

份信息。因此，熊大木和熊龙峰极可能是同一人。如 

果是这样的话， 熊大木是书坊主的论断便毋需质疑了。 

综合以上关于熊大木身份考证的研究回顾，可以 

看到，学界前贤依据手中所掌握的文献材料，一步步 

靠近熊大木这个历史关键人物的原貌。到现在为止， 

绝大多数学者基本认同前人研究，将熊大木视为明代 

建阳熊氏刻书世家的家业承继者， 甚至其堂号就是 “忠 

正堂” 。 

二、《熊大木身份新考》的商榷 

陈旭东先生的论文《熊大木身份新考》 立意新颖， 

但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述之甚少，其描述的小说版本大 

多是前辈学者经眼之作，尚难拿出有力证据推翻“熊 

大木是书坊主”的观点。笔者于此就陈文中几处需要 

商榷的地方，提出个人的一点看法，以与陈旭东先生 

商榷。

第一，陈文对熊大木与熊福镇是同一人的观点持 

怀疑态度。其理由是《建阳余氏宗谱》有舛讹之处， 

且《(道光)建阳县志》在凡例中称“吾邑诸姓家谱， 

多不可凭” 。笔者认为，这种怀疑可以有，但理由太过 

牵强。若依此推论，古代小说序跋作伪情况更严重， 

更不可用作考证材料。但陈文恰恰在后边论述中主要 

使用小说序文作为其立论依据。修编宗谱本身极其严 

肃，尽管宗谱中或有对先人功绩的夸大之辞，但大多 

基本事实还是可以凭信的。陈大康先生经过实地考察 

后，称《潭阳熊氏宗谱》几经劫难，很可能是世上仅 

存的孤本了。如方彦寿和陈大康两位先生的考证，熊 

大木与熊福镇是两个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的考 

证依据绝不仅是陈文所说的单凭其号“钟谷”相同， 

就轻易下此论断。 

第二，有研究者据题署“建邑书林熊大木钟谷” 

来判断熊大木是书坊主，陈文认为不妥。关于“书林” 

是地名还是书坊名，陈文只是提出肖东发先生的个人 

看法， 认为 “两个意思都讲得通， 但主要还是讲地名” ， 

并没有举出反例说明。其实在肖先生之前，张秀民先 

生就提出“明代建阳书坊均自称‘书林’……建阳书 

林或简作 ‘建邑书林’” 。笔者认为，如果单独理解“书 

林” ，肖先生的观点应当是成立的。若将诸如“建邑书 

林” 、 “潭阳书林”或“潭邑书林”之类的名称置于个 

人名字之前，则不应只理解为地名，它是有书坊经营 

者的职业特征包涵在内的。因而，之前研究者的判断，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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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陈文用大量篇幅对与熊大木有直接联系的 

八种文献作了版本描述，其中三种藏于日本，陈旭东 

先生并未见到，其余五种也不是新发现的材料，在各 

家著述中多有提及。在此基础上，陈文以署名“熊大 

木”的两篇序文作为重点考查对象。这两篇序文分别 

为《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而作的《序武穆王演义》和 

为《新刊大字分类校正日记大全》而作的《日记故事 

序》。鉴于明代小说翻刻盗版情况严重，笔者认为，陈 

旭东先生以小说序文为主要论证依据，缺乏足够的准 

确性。这些序文是否真实反映了成书过程，其信息的 

可信度与熊氏宗谱相较，更值得怀疑。连陈文本身也 

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材料，证明《序武穆王演义》存 

在熊大木抄袭情况：该文中有百余字内容与早其五年 

刊行的俞弁《逸老堂诗话》的部分语段相同。 

第四，陈旭东先生从两篇序文出发，认为“倘若 

熊大木是书坊主，自己编纂、重校的畅销书籍却由其 

他书坊来承担初刻，是不可理解的。只有一种可能， 

熊氏如三台馆主人所描述的为 ‘建邑之博洽士’ ，曾开 

馆授徒，为书坊所知名，屡应书坊主邀请，为书坊主 

编纂或校勘书籍” 。这段论述有几处是不够确切的。 首 

先，小说还未“初刻” ，怎知已是畅销书籍？像《大宋 

中兴通俗演义》 这样的章回体通俗小说在当时的出现， 

是书坊主解决小说稿荒问题的首次大胆尝试。明代书 

坊规模较小，基本是家族产业，采用“前店后坊”的 

经营模式，普遍使用雕版印刷技术。这导致刊刻大部 

头的作品周期长，成本高，有一定市场风险。对刊刻 

书籍的选择，书坊主有敢于冒险的一面，又有审慎的 

一面。特别是小说不同于蒙学读物，后者还有固定的 

消费人群，而小说的消费人群看似庞大，其实是不稳 

定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在推向小说市场之前，书 

坊主也没有一定会畅销的绝对把握。其次，书坊主一 

定会对所谓的畅销书追加投入吗？陈文提到《日记故 

事》在熊大木重新校注之前，建阳书坊已屡次刊行。 

这的确可以看作是书籍畅销的表现。 但市场是有限的， 

即使销量再好的书一旦达到饱和，也可能会给小本经 

营的书坊主带来沉重负担。所以，书坊主没有继续投 

资刊刻这种所谓的畅销书，并非“不可理解” 。正如清 

末申报馆在《小五义》和《续小五义》的市场销售中 

价格占优，但当这两部小说售罄后，申报馆并没有加 

印，而是选择放弃。在继续投入无利可图，甚至可能 

造成书籍积压亏损的情况下，全身而退不失为明智之 

举。此外，明代书坊刊刻能力极为有限，在小说市场 

未达到饱和的情况下，同业竞争并没有那么激烈。熊 

大木受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书坊主杨涌泉所请，编创 

小说后交给杨涌泉刊刻，这也是符合常理的行为。最 

后，熊大木能称得上是“建邑之博洽士”吗？从目前 

所见文献来看，此评价完全是言过其实的溢美之辞。 

从序文的文体性质来看，对著者或编者极尽夸赞是一 

种惯常的叙述方式，也是对著作的一种宣传策略。如 

果熊大木学识广博的话，不至于一篇序文都要拾人牙 

慧，东抄西袭。从小说文本来看，熊大木的文学创作 

水平还是很低的。陈大康先生在《熊大木现象：古代 

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一文中 [9] ，详细分析了 

熊大木蹈袭前人，多少有点拙劣的小说编创能力。陈 

文结尾处提出“熊氏对旧本、成说的改编，究竟有怎 

样的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这本身就是对“熊 

大木现象”的分析问题。该问题早已为学界研究，有 

过充分论述。从陈文看，陈旭东先生对“熊大木现象” 

的理解是狭义的。十多年前，陈大康先生对“熊大木 

现象”已作过全面的界定和解释： “狭义解释是指负责 

传播的书坊主越位，进入创作领域，自己编撰或雇佣 

下层文人代笔；广义内涵是指书坊主干预创作，他们 

对书稿的取舍甚至会影响创作格局变化.” 进而归纳论 

证了“熊大木现象”出现的意义，此处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熊大木的书坊主身份是前辈学者通过 

挖掘建阳熊氏宗谱等一系列历史文献材料，比勘版本 

样式后得出的结论。若要否定这一观点，仅仅依靠小 

说序文是远远不够的， 也是很难作为科学立论根据的。 

学界前贤既言之凿凿，称熊大木是忠正堂书坊主人， 

当务之急是要寻找材料，以弄清熊龙峰与熊大木之间 

的确切关系。这可能才是彻底解开熊大木身份之谜的 

突破口。在目前还没有更确凿的证据拿出来之前，熊 

大木是书坊主的观点应该还是成立的，而这本身也并 

不影响人们对“熊大木现象”的理解和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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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ers  think  that Xiong Damu,  the novel  creation  of  special  identity  and  owner  of  the  press,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novels  in Ming dynasty. Recently, Mr. Chen Xudong published  the paper 
“Xiong  Damu  new  identity  test”  believing  that  “Xiong  Damu  as  the  owner  of  the  press  is  not  established”. 
Unfortunately,  his  point  is not  to  the  past  research  results as  the  basis, his  points were  a novelty,  but  no  convincing 
literature material can be found as proof, it still faces many questionable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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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Myth Character about Biography of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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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So  far,  the author, writing  time and  text nature of Biography  of King were  academic doubtful  cases Form 
narrative motivation, according to the huge difference based on literatures around the early Warring State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works had been derived from respecting the ancestors for Zhao heirs. The form of Biography of King 
approximated confidential memorandum  style  but  presented mysterious  state,  it was not  credible history, nor  ancient 
myth or secondclass myth. Based on the social tendency and reading psychology, novel state of the king stories in the 
voidsolid combination had been  firstly affected by  fairy  thinking in Warring States,  secondly affected by  fairymade 
movement in HanJin times, and finally made its myth character in the history misreading. 
Key Words: Biography of king; narrative motivation; confidential memorandum; stories; Myth Character; Mis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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